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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招损, 谦受益：团队沟通视角下谦卑型 

领导行为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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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谦卑型领导行为是近年来新兴的领导力理论, 团队创造力也一直是学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焦点, 但是目前

缺乏深入探讨二者关系的研究。本文基于团队沟通视角, 研究了谦卑型领导行为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机制及其发

挥作用的边界条件。对 76 位团队领导和 342 位团队成员的匹配数据进行分析后, 结果显示：谦卑型领导行为对团

队创造力有积极影响; 团队成员之间横向的深度沟通以及团队成员与团队领导之间纵向的反馈沟通共同中介了这

一影响过程; 此外, 团队认知多样性是影响谦卑型领导行为发挥作用的重要边界条件, 在高团队认知多样性的情

境中, 谦卑型领导行为通过团队沟通过程对团队创造力的积极影响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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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问题的提出 

越来越多的公司正采取团队工作的形式, 面对

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 如何

提高团队创造力成为了企业脱颖而出并获得竞争

优势的关键。团队创造力并不是个体创造力的简单

加总, 而是复杂团队过程所形成的结果, 其中团队

沟通过程是影响团队创造力的重要因素。一方面, 

团队创造力来自于团队内的横向沟通, 团队成员间

广泛并且深层次的沟通能够产生兼具实用价值和

创新性的想法, 实现团队创新能力的提升(Shin & 

Zhou, 2007)。另一方面, 团队创造力的获得也离不

开团队成员与团队领导之间的纵向沟通, 良好的纵

向沟通能够使得团队创新与组织目标和市场需求

保持一致, 团队领导也能为团队创新提供相应的支

持(Amabile, Schatzel, Moneta, & Kramer, 2004)。虽

然学界已经注意到横向沟通和纵向沟通对团队创

造力的重要性, 但却缺乏同时考虑这两种沟通过程

的研究。事实上, 横向沟通和纵向沟通是团队沟通

过程中相互独立的组成部分(Houmanfar, Rodrigues, 

& Smith, 2009), 其形成机制和对团队创造力的作

用方式也各不相同, 二者共同展现了团队日常人际

互动的全貌。因此, 同时对这两种沟通过程进行研

究能够更为全面地反映团队沟通过程对团队创造

力的影响。 

领导行为是影响团队过程和团队结果的重要

因素(Chen, Tsui, & Farh, 2002), 那么何种领导行为

能够兼顾这两方面的沟通过程从而提高团队创造

力呢？已有文献对此尚无深入探讨, 而对这一问题

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对团队创造力形成过程的理解, 

也有助于在实践中帮助管理者采取有效措施提升

团队创造力。首先, 良好的横向沟通既需要领导提

供安全、自由的沟通氛围以保障团队成员能够畅所

欲言(Jain, Fennell, Chagpar, Connolly, & Nembhard, 

2016), 也需要领导提高团队成员间相互交流的动

机(Cooley, 1994)。其次, 良好的纵向沟通需要领导

能够亲近下属、身体力行地与团队成员共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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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 Peng, Wong, & Lau, 2017), 然而领导和下属

间 存 在 权 力 和 地 位 上 的 固 有 差 异 (Tost, Gino, & 

Larrick, 2013), 这种差异会对双方的自由交流产生

影响, 因此需要一种关注下属的、自下而上的领导

方式来促进双方交流。以上促进团队沟通过程的特

点正好与谦卑型领导行为的内涵相一致, 为解决这

一问题提供了思路。 

随着近年来以员工为关注重点的新兴领导力

理论的提出, 谦卑的特征在领导力领域日益受到学

者们的关注。谦卑型领导行为是指领导者能够承认

自身的缺点和不足、关注他人的优点和贡献、树立

可教性 (modeling teachability, 能够广泛听取他人

意见、和员工共同学习和成长) (Owens & Hekman, 

2012)。与以往关注领导魅力和主动性的“自上而下”

的领导方式不同, 谦卑型领导是一种“自下而上”的

领导方式, 其本质是注意力由自身向他人的转移以

及自我超越的动机(Owens & Hekman, 2016)。本文

提出谦卑型领导行为能够同时促进团队横向沟通

过程(深度沟通)和纵向沟通过程(反馈沟通), 从而

提高团队创造力。此外, 团队沟通过程和团队创造

力都受到团队成员组成的影响, 团队认知多样性反

映了团队成员的组成特征, 也被认为是影响团队创

造力的关键情境因素(Wang, Kim, & Lee, 2016)。由

此, 我们也将检验团队认知多样性发挥的调节作用, 

总体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综上, 本文将为团队创

造力和团队沟通领域的研究做出贡献, 也回应了学

界对检验谦卑型领导行为这一新兴领导力有效性

的呼吁。 
 

 
 

图 1  文章整体模型图 

 

1.2  理论与假设 

1.2.1  谦卑型领导行为与团队创造力 

团队创造力代表着团队成员能够通过创造力

相关的过程, 经过通力合作, 共同产生新颖且有用

的想法(Shin & Zhou, 2007)。社会学习理论(Bandura, 

1977)指出 , 对他人的学习和模仿是个体行为的重

要影响因素, 而团队中具有高地位和赏罚权力的领

导往往会成为团队成员学习的榜样。团队成员通过

模仿谦卑型领导谦虚好学的态度, 会更有意愿向其

他同事请教和交流, 这有助于形成团队创造力相关

的过程(Boies, Fiset, & Gill, 2015)。此外, 由于团队

创新通常需要打破常规, 面临着一定的风险, 而谦

卑型领导能够坦然承认自身的不足、虚心接受他人

的意见, 由此团队成员能够不必担心因反驳领导或

与领导观点存有异议而受到惩罚, 从而不怕犯错、

敢于提出创新性的想法, 最终促进了团队创造力的

提升。据此, 我们提出：  

假设 1：谦卑型领导行为与团队创造力正向相关。 

1.2.2  团队沟通过程的中介作用 

深度沟通的中介作用。深度沟通是指团队成员

之间开放地分享想法和观点并且对此进行深入思

考的横向沟通过程(Gibson & Vermeulen, 2003)。员

工通过模仿谦卑型领导的行为, 能够关注身边同事

的优点和正视自身的不足。对他人优点的欣赏和对

自身缺点的反思能够激发向其他成员学习和讨论

的动力 , 如古语所言“见贤思齐焉 , 见不贤而内自

省也”, 由此有助于成员间深度沟通的产生。同时, 

员工通过学习谦卑型领导接纳和承认自身缺点的

行为 , 能够减少深度沟通可能带来的矛盾和冲突 , 

从而形成更加自由和充分的沟通氛围。因此谦卑型

领导行为能够促进团队成员间的深度沟通。 

成员间良好的深度沟通有助于相互之间的理

解、知识的分享、信任的建立以及优质想法的提出, 

而这些结果都与提高团队创造力的因素相一致(e.g., 

van den Hooff & De Ridder, 2004) 。 Hülsheger, 

Anderson 和 Salgado (2009)在对近 30 年来团队层面

创新能力的元分析中也总结出高质量的成员间沟

通是促进团队创造力提升的关键。因此谦卑型领导

行为可能通过深度沟通的中介作用促进团队创造

力的提升。根据以上论述, 我们提出： 

假设 2a：谦卑型领导行为与深度沟通正向相关。 

假设 2b：深度沟通中介了谦卑型领导行为与团

队创造力之间的正向关系。 

反馈沟通的中介作用。反馈沟通是指团队成员

和团队领导之间分享信息、相互交流和评价的纵向

沟通过程(Andrews & Kacmar, 2001)。谦卑型领导乐

于同团队成员交流并向他们提供反馈, 因为由此能

够指明员工的优点并感谢其贡献。谦卑型领导也会

向下属寻求反馈 , 以期发现自身不足和提高自我 , 

而团队成员也会倾向于满足其诉求, 因为这既有助

于与领导建立良好关系, 也有助于提升自我效能感

(Anseel, Beatty, Shen, Lievens, & Sackett, 2015)。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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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谦卑型领导的重要特征是能够走下“神坛”和员

工共同工作、共同进步, 这一行为增加了双方日常

工作中交流接触的机会, 为双方的沟通创造了良好

条件。因此谦卑型领导行为有助于形成团队成员和

团队领导间的反馈沟通。 

反馈沟通同样对团队创造力有积极影响。领导

成为反馈沟通的稳定参与者有助于团队成员获得

信息的稳定和统一, 从而形成团队创新目标和方向

的一致, 避免了混乱和矛盾的产生。同时, 反馈沟

通能够帮助团队成员发现自身不足, 进而改进和提

高想法的质量, 也能够帮助团队领导了解目前的工

作状况和下属面临的问题 , 并据此调整管理方式 , 

以及提供相应的资源和支持来帮助下属克服困难 

(Zhou, 2003)。因此, 谦卑型领导行为也可能通过反

馈沟通的中介作用提高团队创造力, 我们提出以下

假设： 

假设 3a：谦卑型领导行为与反馈沟通正向相关。 

假设 3b：反馈沟通中介了谦卑型领导行为与团

队创造力之间的正向关系。 

1.2.3  认知多样性的调节作用 

团队认知多样性是指团队成员在思维方式、知

识和能力、价值观和信念上的差异(van der Vegt & 

Janssen, 2003)。多样化的认知方式为团队创造力提

供了丰富的认知来源(Kearney & Gebert, 2009), 但

差异化的认知也容易造成成员之间的隔阂和矛盾

(Greer, Jehn, & Mannix, 2008)。因此如何有效地利

用团队多样性这把“双刃剑”, 一直是创造力领域的

热点问题。本研究认为谦卑型领导行为在团队认知

多样性高的情境中更能发挥作用。 

团队认知多样性调节了谦卑型领导行为通过

深度沟通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当团队认知多样性

高时, 团队成员对于同一问题有着不同的观点和见

解, 而团队成员通过向谦卑型领导学习, 即使面对

和自己观点不同的成员 , 也能看到自身的局限性 , 

并且对他人观点持开放性的态度, 从而减少了社会

分类造成的矛盾(Greer et al., 2008), 有利于深入交

流的进行。另一方面, 差异化的认知方式也使得个

体优势更容易被识别(Park & Kim, 2015), 此时谦

卑型领导行为中强调关注他人优点和向他人学习

的特征更为有效, 由此有助于促进成员间的深度沟

通和提升团队创造力。相反, 相似的认知方式使得成

员之间更容易达成一致, 难以产生多样的想法和深

入的探讨, 谦卑型领导行为的积极影响将会减弱。 

团队认知多样性也会调节谦卑型领导行为通

过反馈沟通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当团队认知多样

性高时, 团队成员在处理工作问题的过程中容易产

生多种意见(Mello & Rentsch, 2015), 成员也期望

在自身和他人观点之间确定最优的解决方案(Wang 

et al., 2016), 因此会向领导寻求更多反馈。谦卑型

领导能够对不同的观点持开放的态度、给与员工表

达观点的机会、并且能注意到不同观点所具有的独

特优势 , 由此能够为员工提供更多的指导和帮助 , 

最终促进了双方的交流和团队创造力的提高。相反, 

团队认知多样性低时, 成员遇到和思考的问题更为

相同, 领导对个别问题提供反馈即可解决多数成员

的问题。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提出： 

假设 4：团队认知多样性调节了谦卑型领导行

为通过(a)深度沟通/(b)反馈沟通对团队创造力的间

接影响。具体而言, 当团队认知多样性高时, 这一

正向的间接影响会增强, 反之会减弱。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和过程 

样本数据来自于中国东南部 4 家科技公司的研

发团队, 该样本适于研究团队创造力。我们首先和

公司的高层管理者沟通了本次调研的意义, 得到了

对方的支持, 然后请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提供了工作

团队中领导和其直接下属的姓名。之后我们将样本

信息和问卷进行编码和对应, 并将问卷封入信封之

中, 再将标有名字和所在团队信息的标签贴在信封

正面, 由此能够方便团队领导和团队成员清楚地了

解自己所在团队的构成。我们请被试在填完问卷之

后把问卷密封于信封中并将标签撕去, 以此保证问

卷调查的匿名性。问卷搜集过程中得到了公司人力

资源部门同事的协助。 

我们进行了两次数据收集工作。第一次时, 下

属评价领导的谦卑型领导行为以及团队的认知多

样性。第二次是在一个月之后, 下属评价团队成员

之间的深度沟通以及团队成员与团队领导之间的

反馈沟通, 领导评价团队创造力。总体上, 我们共

发放 86 份团队领导问卷及相对应的 379 名团队成

员问卷。我们去掉了没有完成第一次或者第二次调

研、无法匹配以及在研究模型中关键变量上填答内

容缺失的样本, 最终得到了包括 76 份领导问卷(回

收率 88.37%)和 342 份下属问卷(回收率 90.24%)的

匹配样本。团队领导样本中, 53.95%是男性, 平均年

龄 37.00 岁(SD = 5.82), 97.40%获得本科以上学历。

团队成员样本中, 53.22%是男性, 平均年龄 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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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SD = 5.43), 91.36%获得本科以上学历。团队大

小从 3 到 10 人, 每个团队平均有 4.50 人(SD = 3.39)。 

2.2  变量测量 

研究使用的是国际期刊上的通用量表, 我们请

英语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经过标准的翻译−回译程序

对量表进行了翻译, 以确保量表的准确性和易懂性

(Brislin, 1980)。除了团队认知多样性外, 条目测量均

采用李克特 7 点量表(1=非常不同意, 7=非常同意)。 

谦卑型领导行为。使用 Owens、Johnson 和

Mitchell (2013)开发的 9 条目量表进行测量。量表

题目如“我的领导遇到自己不会的事情时, 会承认

自己不会” (承认自身的局限、缺点和错误), “我的

领导常常赞美别人的强项” (关注他人的优点和贡

献)、“我的领导展现出向别人学习的意愿” (树立可教

性)。该量表在团队层面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6。 

深度沟通。采用 Gibson 和 Vermeulen (2003)开

发的 3 条目量表进行测量。量表题目如“团队成员

之间有高质量的讨论”。该量表在团队层面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为 0.91。 

反馈沟通。使用 Zhou (2003)开发的 3 条目量表

进行测量。量表题目如“我的领导经常给我们发展

性的反馈”。该量表在团队层面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 0.94。 

团队认知多样性。使用 van der Vegt 和 Janssen 

(2003)开发的 4 条目量表进行测量。员工被询问团

队成员在思维方式、知识和能力、价值观和信念上

存在多大差异。例如“你们团队成员在思维方式方面

存在多大程度的差异？” (1=差异非常小; 7=差异非

常大)。该量表在团队层面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6。 

团队创造力。采用 Farh、Lee 和 Farh (2010)使

用的 3 条目量表进行测量。量表题目如“这个团队

的产出具有很高创造力”。该量表在团队层面的内

部一致性系数为 0.92。 

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团队领导的性别(1=

男, 2=女), 年龄(岁), 最高受教育水平(1=小学, 2=

初中, 3=高中, 4=本科, 5=硕士研究生, 6=博士研究

生, 7=博士后), 以及团队大小(团队成员数量)。之

所以控制这些变量是因为过去研究指出领导的人

口统计学特征会影响他们的认知方式、价值观和决

策(Hambrick & Mason, 1984), 从而会影响下属的

感知、态度和行为。此外, 团队领导的个人特征如

性别、年龄、知识水平也会影响到团队成员的创造

力(e.g., Solongo, Lee, Kang, Kim, & Kim, 2015), 而

团队的大小会影响成员之间的互动以及团队表现

(Leenders, van Engelen, & Kratzer, 2003)。 

2.3  分析策略 

首先, 我们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 以检验核

心变量间的区分效度。其次, 为了确保研究模型中

个体层面测量的变量能够聚合到团队层面, 我们检

验了相应的聚合指标。最后, 我们在 Mplus 7.0 中

构建路径分析模型进行假设检验, 其中对自变量和

控制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以此减少共线性带来

的问题(Aiken, West, & Reno, 1991), 由于数据来自

4 家公司, 分析过程中我们也控制了公司差异带来

的影响。 

3  研究结果 

3.1  验证性因子分析 

由于谦卑型领导行为、团队认知多样性、反馈

沟通和深度沟通均是由相同的团队成员评价, 本研

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检验以上测量之间的

区分效度。理论模型为四因子模型(谦卑型领导行

为、团队认知多样性、反馈沟通、深度沟通), 之后

构建了 4 个竞争模型：三因子模型 1(谦卑型领导行

为、团队认知多样性、反馈沟通+深度沟通), 三因

子模型 2(谦卑型领导行为+团队认知多样性、反馈

沟通、深度沟通), 二因子模型(谦卑型领导行为+团

队认知多样性、反馈沟通+深度沟通), 以及单因子

模型(谦卑型领导行为+团队认知多样性+反馈沟通

+深度沟通)。将竞争模型和理论模型进行对比(如表

1 所示), 结果显示四因子模型具有最理想的拟合优

度(2 = 428.16, p < 0.001, GFI = 0.93, TLI = 0.94, 

RMSEA = 0.08), 优于其他竞争模型, 证明了核心研

究变量间的区分效度。 

3.2  数据聚合分析 

本研究模型中谦卑型领导行为、团队认知多样

性、反馈沟通和深度沟通是由个体层面的测量聚合

到团队层面, 因此需要检验是否适合聚合。我们分

别计算了 ICC1, ICC2 和量表条目的平均 rwg (j)。结

果显示, 谦卑型领导行为：ICC1 = 0.22, ICC2 = 0.56, 

rwg (j) = 0.94；团队认知多样性：ICC1 = 0.38, ICC2 = 

0.74, rwg (j) = 0.85；反馈沟通：ICC1 = 0.35, ICC2 = 

0.71, rwg (j) = 0.92；深度沟通：ICC1 = 0.27, ICC2 = 

0.63, rwg (j) = 0.92。根据以往研究, ICC (1)和 ICC (2)

分别需要高于 0.05 和 0.50 (James, 1982), rwg (j)需要

高于 0.70 (James, Demaree, & Wolf, 1984), 因此以

上变量符合聚合的标准 (段锦云 , 施嘉逸 , 凌斌 , 

2017), 适合在团队层面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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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2 d 2 /d TLI CFI RMSEA 

四因子模型 428.16 146 2.93 0.94 0.93 0.08 

三因子模型 1 1020.34 149 6.85 0.80 0.83 0.13 

三因子模型 2 1465.90 149 9.84 0.70 0.74 0.16 

二因子模型 2055.77 151 13.61 0.57 0.62 0.19 

单因子模型 2641.39 152 17.38 0.44 0.50 0.22 

  

3.3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表 2 反映了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

数, 结果显示谦卑型领导行为与深度沟通(r = 0.51, 

p < 0.01)、反馈沟通(r = 0.51, p < 0.01)以及团队创

造力(r = 0.30, p < 0.01)显著正相关。深度沟通(r = 

0.47, p < 0.01)和反馈沟通(r = 0.48, p < 0.01)也分

别与团队创造力显著正相关, 结果与预期相符, 研

究假设得到初步支持。 

3.4  主效应分析 

假设 1 提出谦卑型领导行为与团队创造力正向

相关。在控制了领导者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团

队大小之后, 谦卑型领导行为对团队创造力的回归

系数显著( = 0.29, p < 0.01), 假设 1 得到证明。为

了证明之后假设中的双路径中介作用和带调节的

中介作用, 我们构建了整体的路径程模型来进行假

设检验, 路径系数结果如图 2 所示。 

3.5  中介作用分析 

图 2 显示, 谦卑型领导行为能够显著正向预测

深度沟通( = 0.41, p < 0.01)和反馈沟通( = 0.42, p < 

0.01)。深度沟通( = 0.38, p < 0.01)和反馈沟通( = 

0.28, p < 0.01)也都能显著正向预测团队创造力 , 

此时谦卑型领导行为对团队创造力的直接影响变

得不显著( = 0.05, ns), 说明深度沟通和反馈沟通

能够完全中介谦卑型领导行为对团队创造力的积

极影响。进一步地, 我们使用蒙特卡洛检验(Monte 

Carlo Method, 重复值为 5000)来计算通过深度沟

通和反馈沟通的间接效应(Preacher & Selig, 2012), 

结果显示谦卑型领导行为通过深度沟通影响团队

创造力的间接效应为 0.16, 95%置信区间不包括

0(LLCI = 0.05, ULCI = 0.30), 通过反馈沟通影响团

队创造力的间接效应为 0.12, 95%置信区间不包括

0(LLCI = 0.03, ULCI = 0.25)。由此, 假设 2a 和 2b, 

假设 3a 和 3b 得到支持。 

3.6  调节作用分析 

图 2 中结果显示, 谦卑型领导行为和团队认知

多样性的乘积项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深度沟通( = 

0.25, p < 0.01)和反馈沟通( = 0.24, p < 0.01), 这

表明团队认知多样性分别调节了谦卑型领导行为

和深度沟通以及反馈沟通之间的关系。我们进一步

地将调节作用通过作图的形式表现出来, 并进行简

单斜率检验。图 3 中, 在团队认知多样性高时(高于

均值 1 个标准差), 谦卑型领导行为与深度沟通正

向相关( = 0.68, p < 0.01), 而在团队认知多样性低

时(低于均值 1 个标准差), 二者虽然正相关但是不

显著( = 0.14, ns)。同样的, 图 4 中团队认知多样性

对于谦卑型领导行为和反馈沟通之间关系的调节 

  

表 2  研究变量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表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 领导年龄 37.00 5.82          

2. 领导性别 1.46 0.50 −0.04         

3. 领导教育水平 4.95 0.61 −0.35** −0.09        

4. 团队大小 4.50 3.39 −0.12 −0.12 0.00       

5. 谦卑型领导行为 5.75 0.69 −0.31** 0.06 −0.02 0.04 (0.96)     

6. 团队认知多样性 4.41 1.09 −0.09 0.07 0.14 0.15 −0.21 (0.96)    

7. 深度沟通 5.77 0.72 −0.18 0.02 0.18 −0.11 0.51** −0.33** (0.91)   

8. 反馈沟通 5.93 0.74 −0.18 −0.01 −0.03 −0.02 0.51** −0.35** 0.52** (0.94)  

9. 团队创造力 5.21 0.82 −0.12 −0.21 0.25* −0.06 0.30** −0.13 0.47** 0.48** (0.92)

注：相关系数是由团队层面计算而得, N=76。括号内为量表在团队层面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p < 0.0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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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理论模型结果 
注：* p < 0.05, ** p < 0.01, 模型中系数为非标准化系数, 括号内为标准误。 

 

 
 
图 3  团队认知多样性对谦卑型领导行为和深度沟通关系

的调节效应图示 

 
图 4  团队认知多样性对谦卑型领导行为和反馈沟通关

系的调节效应图示 
 

作用也有相似的结果, 在团队认知多样性高时(高

于均值 1 个标准差), 谦卑型领导行为与反馈沟通

正向相关( = 0.68, p < 0.01), 而在团队认知多样性

低时(低于均值 1 个标准差), 二者关系同样不显著

( = 0.16, ns)。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蒙特卡洛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从表 3 中可以看出, 在深度沟通的路径中, 当

团队认知多样性高时(高于均值 1 个标准差), 谦卑

型领导行为通过深度沟通对团队创造力影响的间

接效应为 0.26 (95% LLCI = 0.13, ULCI = 0.36); 当

团队认知多样性低时(低于均值 1 个标准差), 谦卑

型领导行为通过深度沟通对团队创造力的间接效

应为 0.05, 此时中介作用不再显著(95% LLCI = 

−0.06, ULCI = 0.25); 团队多样性在高值和低值时

通过深度沟通的间接效应的差异也显著, 效应值为

0.21 (95% LLCI = 0.10, ULCI = 0.29)。在反馈沟通

的路径中, 当团队认知多样性高时(高于均值 1 个

标准差), 谦卑型领导行为通过反馈沟通对团队创

造力影响的间接效应为 0.19 (95% LLCI = 0.07, 

ULCI = 0.34); 当团队认知多样性低时(低于均值 1

个标准差), 谦卑型领导行为通过反馈沟通对团队

创造力的间接效应为 0.05, 此时中介作用不再显著 
 

表 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中介变量 调节变量 效应 标准误差 95%置信区间下限 95%置信区间上限

高值 0.26 0.06 0.13 0.36 

低值 0.05 0.08 −0.06 0.25 深度沟通 

差值 0.21 0.04 0.10 0.29 

高值 0.19 0.07 0.07 0.34 

低值 0.05 0.03 −0.04 0.10 反馈沟通 

差值 0.15 0.07 0.04 0.31 

注：置信区间为蒙特卡洛检验结果, 重复值为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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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LLCI = −0.04, ULCI = 0.10); 团队多样性在

高值和低值时通过反馈沟通的间接效应的差异同

样显著, 效应值为 0.15 (95% LLCI = 0.04, UCI = 

0.31)。综上所述, 假设 4a 和 4b 得到支持。 

4  讨论与研究展望 

4.1  研究结果 

本研究基于团队沟通的视角, 检验了谦卑型领

导行为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

谦卑型领导行为对团队创造力有着积极影响, 这一

过程会通过团队成员之间的深度沟通以及团队成

员和团队领导之间的反馈沟通的双中介机制得以

实现。团队认知多样性在这一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 

在认知多样性高的团队中, 谦卑型领导行为通过团

队沟通过程对团队创造力的间接影响更为显著。此

外, 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团队认知多样性低时, 团队

中横向的深度沟通和纵向的反馈沟通整体上均高

于团队多样性高的情境, 这可能是由于认知的相似

性 有 利 于 团 队 成 员 间 的 相 互 理 解 和 配 合 (van 

Knippenberg, De Dreu, & Homan, 2004), 因此团队

整体上也更为团结, 使得团队沟通过程本身就在一

个较高水平。总体上, 通过检验带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文深入分析了谦卑型领导行为对团队创造力的

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 为谦卑型领导行为、团队创

造力、团队沟通以及团队多样性领域的研究做出了

贡献。 

4.2  研究意义 

第一 , 针对谦卑型领导行为的研究正在兴起 , 

但是相关领域的实证研究仍然不足。目前鲜有研究

在团队层面探讨谦卑型领导行为对团队创造力的

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本文探索性地研究了这一问题, 

建立了基于团队沟通视角的谦卑型领导行为对团

队创造力的影响模型, 也探讨了谦卑型领导行为发

挥作用的边界条件, 丰富了我们对谦卑型领导行为

有效性的理解。此外, 对于团队创造力领域, 过去

研究关注魅力型领导、变革型领导这种“自上而下”

的领导方式对团队创造力的积极影响(e.g., Shin & 

Zhou, 2003), 而本文提出 , 谦卑型领导行为这种

“自下而上”的、低姿态的、关注员工优势、承认自

身不足的领导行为同样对团队创造力有着积极影

响, 这也与以往关注参与式领导积极作用的研究相

一致(Rossberger & Krause, 2015), 为团队创造力的

产生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第二, 本研究丰富了团队沟通领域的研究。团

队沟通是组织中的常态, 也是组织中重要的团队过

程, 有效的团队沟通也被认为是影响团队创造力的

关键因素。过去关于团队沟通的研究中, 有从沟通

内容的角度分析了积极沟通和消极沟通(Laczniak, 

Decario, & Ramaswami, 2001), 有从沟通程度的角

度 研 究 了 表 层 沟 通 和 深 层 沟 通 (Loo & Thorpe, 

2002), 也有从沟通时间的角度探讨了及时沟通和

延时沟通(den Otter & Emmitt, 2007)。而本文则提出

沟通方向的视角, 关注团队成员之间的横向沟通以

及团队成员和团队领导之间的纵向沟通。横向沟通

和纵向沟通的产生方式各不相同, 对团队结果也有

着独立的作用机制, 虽然以往文献分别探讨过这两

种沟通过程(e.g., de Stobbeleir, Ashford, & Buyens, 

2011), 但是却缺乏同时对它们前因和结果的检验。

本研究证明横向沟通和纵向沟通都是连接领导力

和团队结果的重要机制, 谦卑型领导行为能够同时

促进这两种沟通过程, 而横向沟通和纵向沟通的提

高也有利于团队创造力的发展。 由此，本文拓展

了团队沟通领域的研究。  

第三, 本文也为团队多样性领域的研究做出了

贡献。以往该领域的研究多是关注团队成员在年

龄、性别、种族等人口统计学上的多样性带来的影

响(e.g., Campbell & Mínguez-Vera, 2008), 然而现

实中即使背景相同的团队成员在认知方式上仍然

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差异化的认知为团队沟通过程

和团队创造力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和素材, 但也容易

造成团队成员间的矛盾(Jehn, Northcraft, & Neale, 

1999), 因此如何既利用其有利之处又克服其不利

影响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学者们(e.g., Wang et al., 

2016)也呼吁探讨认知多样化团队的管理问题。本

研究回应了这一呼吁, 我们发现谦卑型领导行为有

助于发挥团队认知多样性带来的信息增值和决策

多样化的优势、减少其可能带来的成员间的冲突和

隔阂, 并最终促进团队创造力的提升。 

最后, 本研究结果同样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谦卑的特质自古就为中华传统文化所崇尚, 也符合

德行领导的范畴 , 本研究指出即使在信息高度发

达、企业竞争异常激烈的当代社会, 谦卑型领导行

为仍然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企业管理者可以学习这

种领导行为, 并将其应用到管理实践中, 由此提高

团队的创新能力。本研究也指出, 团队沟通过程是

影响团队创造力的重要因素, 团队成员之间的深度

沟通以及团队领导和团队成员之间的反馈沟通都

应当引起管理者的重视, 管理者可以思考如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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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这两种沟通方式来促进团队创造力的提高。我

们的研究也为多样化团队的管理提供了启示, 随着

当代社会新老员工的交替以及互联网的广泛发展, 

组织内员工认知方式的差异性日益突显。面对认知

多样化带来的冲击, 领导者可以采取谦卑型的领导

行为, 通过形成良好的沟通氛围, 促进更多思想的

碰撞和灵感的创新, 减少多样化团队所带来的冲突

和分裂, 凝聚个人努力, 形成集体智慧。 

4.3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同样也存在其局限性。首先, 我们的研

究样本来自中国情境, 虽然这样能够为中国企业提

供更加可靠和有效的指导, 但是也受限于中国传统

文化中对谦卑的固有认同, 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在不

同的文化情境中研究谦卑型领导行为对团队创造

力的影响, 例如在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中检验本研

究的结论。其次, 本研究对横向的深度沟通和纵向

的反馈沟通采用的是问卷调研的方式进行测量, 其

研究概念的测量方式还可以进一步改进, 例如通过

日记法或者企业内部资料来记录团队沟通的真实

情况, 由此更加精准地测量深度沟通和反馈沟通。

最后, 本研究采用的是截面数据, 忽视了时间效应

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难以考察谦卑型领导行为对团

队创造力产生影响的变化过程, 未来研究可以采取

时间序列的长期研究方式, 更加精细和准确地探讨

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5  结论 

本研究发现谦卑型领导行为是团队创造力的

重要影响因素, 这一影响通过团队内部的沟通过程

得以实现, 具体来说谦卑型领导行为通过团队成员

间横向的深度沟通和团队成员与团队领导间纵向

的反馈沟通对团队创造力产生积极影响。此外, 这

一影响机制也受到团队认知多样性的调节作用, 在

团队认知多样性高的情境中, 谦卑型领导行为对团

队创造力的间接影响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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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a dynamic but uncertain environment has recently prompted leadership scholars to 

shift their attention from relying on leaders to resolve all problems to that of a considerably humble approach 

that focuses on stimulating the followers’ intention to serve. The current study follows this stream of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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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mpirically explores the construct of humble leader behavior, which is defined as spotlighting others’ 

advantage, acknowledging self-limitations, and modeling teachability. However, the existing understanding on 

humble leader behavior is incomplete because only a few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is behavior’s influence on 

team creativity. The present study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boundary condition of humble leader 

behavior on team creativity from a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We propose that horizontal communication (e.g., 

reflective communication among team members) and vertical communication (e.g., feedback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m members and team leaders) could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ble leader behavior and 

team creativity. We also consider team composition as a boundary condition and suggest that the effect of 

humble leader humble is moderated by team cognitive diversity.  

The research sample included 342 employees and 76 team leaders from 4 large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China, thereby enabling us to collect multi-source and time-lagged data. At Time 1, the employees evaluated 

their leaders’ humble behavior and cognitive diversity of their team. After one month, at Time 2, the employees 

evaluated their reflective communication in teams and feedback communication with team leaders, while the 

team leader rated the team creativity. We conducted path analysis using Mplus 7.0 to test the theoretical model.  

Results showed that humble leader behavior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eam creativity. Such influence was 

mediated by team reflective communication among team members and feedback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m 

leaders and team members. In addition, team cognitive diversity moderated the positive indirect effect of the 

humble leader behavior on team creativity via communication processes. That is, when the team cognitive 

diversity was high, the positive indirect effect was stronger than the condition when the team cognitive diversity 

was low.  

Moreover, results enrich the research on the field of humble behavior by advancing a new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exploring a significant boundary condition of the humble leader behavior. The present study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creativity literature by determin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bottom-up” leader behavior. This 

process is realized by the team communication processes, which include reflective communication among team 

members and feedback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m members and team leaders. Furthermore, we exte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eam communication processes by integrating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communication and 

providing evidence on its influence on team creativity. We also respond to the appeal to obtain a solution to the 

increasingly prevalent management issue of diversity management.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humble leader 

behavior is effective in the management of team cognitive diversity through utilizing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eam 

cognitive diversity on team creativity. Overall, the current study has immens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Key words  leader humble behavior; reflective communication; feedback communication; team cognitive diversity; 

team creativity 

 

 


